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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idst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shifts from prioritizing transit to focusing

on building transit metropolises and strengthening China's position as a nation with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emerges as a

pivotal strateg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shape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in the con‐

text of limited constructive-land supply and aggravating traffic congestion. Currently,

most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introduced a plethora of locally rooted TO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Given the necessity for multi-level planning and multi-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in effectively achieving TOD goals,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tools, their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localized TOD strate‐

gies is imperative. Based on 135 TOD policies from 35 municipalities, utilizing

Nvivo-based textu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paper delves into four important

aspects of TOD-planning coordination,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planning and

design standards,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TOD policy tool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upply aspects, ac‐

counting for 68.09% and 27.99% respectively in the sample, while tools addressing

the demand side are least represented, accounting for only 3.92%. Additionally,

China's localized TOD approaches are government-led and market-orien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establishing a mature policy framework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novations are mainly made in the financing structure, practice of transfer of develop‐

ment of rights, and control indicators and their adjustment. In the future, local gov‐

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strength in TOD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f financing, high-efficiency coordination, and density

management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social benefits of TOD strategies.

Keywords：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policy tools; planning coordination; de‐

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reforms

在快速城镇化与有限建设用地供给的背景下，城市交通拥堵带来长通勤、高能耗和

高污染等问题，由此各地积极探索以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为核心的空间优化策

略。城市轨道交通以运量大、绿色、安全、准时等优势，成为缓解交通压力和提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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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公交优先不断向公交都市、

交通强国转型的背景下，为应对快速城

镇化带来的建设用地紧缺和交通拥堵等

问题，公交导向开发 （TOD） 成为地方

政府引领高质量城镇化的重点路径。多

数地方政府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

设和运营，出台了大量地方根植性的

TOD政策并付诸实践。立足多层级规划

和多部门协调的特征，理解TOD的政策

工具与实践机制，有利提升TOD成效。

以35个城市135份TOD政策为基础，借

助 Nvivo 文本分析及案例研究方法，聚

焦规划统筹、土地发展权转移、开发设

计与指标控制、投融资模式等4个重要方

面，剖析TOD的政策工具与实践特征，

有助于理解TOD的本土化实施路径。研

究表明：中国TOD政策工具以环境型居

多，占比 68.09%，供给型次之，占比

27.99%，需求型最少，占比 3.92%；从

TOD 开发环节来看，逐步呈现政府主

导、市场化的运作特点，建立了较成熟

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机制，在融资结构、

土地发展权转移、指标控制与调整等方

面形成创新。未来地方政府TOD实践应

结合自身优势，推进多元融资、高效统

筹、密度管理等优化路径，提升TOD综

合效益。

关键词 公交导向开发 （TOD）；政策

工具；规划统筹；开发与利用；投融资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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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并为公交导向开

发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
的政策与实践提供新机遇[1]。截至 2022
年，我国共有55个城市开通多制式的城

市轨道交通（含地铁、轻轨、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等），运营线路308条，总长度

达 10 287.45 km[2]。作为新城市主义核心

理念，TOD能引导城市土地高密度、混

合式开发，建立功能多样、紧凑有活力

的社区[3]，并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

境效应，如提高土地价值与公交分担

率[4]，促进站点、社区和城市活力[5-6]，
减少碳排放[7]等。

TOD在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

作用不断增强。2015年，住建部发布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明

确以轨道站点为核心，构建集约高效、

人性化的城市环境和活动空间，充分发

挥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的引导作用。

201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将TOD的

部分核心理念纳入国家指导意见。基于

此，各城市积极尝试并颁布一系列政策，

通过地方化政策工具，鼓励和加强TOD
模式探索，形成地方化顶层设计和行动

框架，明确工作内容、任务机制和职责

分工。其中，TOD地方化具有两个层面

的内涵，一是国际TOD政策实践在大陆

地区的本土化，二是本土化进程中各地

的地方化。良好的TOD具有多主体、多

过程、多政策等复杂特征，其优化实施

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创新探索与综合有效

的政策工具[8-10]。当前，TOD理念原则、

规划设计与空间效应等研究相对较多，

但从政策工具角度来分析中国TOD政策

与实践地方化相对较少。通过收集和剖

析中国 35个城市共计 135份TOD政策文

件，借助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

工具理论[11]，梳理我国 TOD政策在规划

与协调机制、土地供应与利用、设计与

指标控制、投融资模式机制等 4个方面

的阶段性特征，分析TOD在我国本土化

过程中的实践机制。

1 TOD的兴起与实践

1.1 TOD概念与发展

TOD注重大运量公共交通引导形成

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及适应绿

色交通的社区发展[12]，具有密度、设计、

多样性、距离、可达性、交通需求管理

和快速交通服务等特征[13-15]，存在多尺

度、多类型的划分体系[16]。城市尺度的

TOD强调利用城市存量空间，提高公共

交通使用率，通过规划引导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17]；社区尺度的 TOD强调鼓励

公交出行，在站点附近构建功能混合、

富有活力的空间[18]。TOD研究也形成城

市经济、城市规划、出行行为等研究重

点有所差异的不同学派，例如：城市经

济学派侧重TOD的社会经济影响，如对

周边土地价格与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19]；
城市规划学派注重多尺度TOD规划设计，

强调高度、密度、距离、混合度等规划

设计策略的引导和控制作用[20-21]；出行

行为学派侧重TOD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多

重影响[22]。

1.2 TOD政策与实践

当前，全球大都市都强调以TOD作

为综合路径来优化城市发展，如降低交

通拥堵、引导城市更新、提升城市活力

等。例如，欧洲城市土地与交通一体互

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更新中的TOD
作用，推动公共交通对小汽车的替代作

用[23-24]。在中国香港和日本东京，“轨

道+物业”的TOD有助于解决用地紧张和

资金困难等问题[25]。在巴西库里蒂巴，

高集聚的交通走廊能促进城市更新，形

成城市复兴新活力[26]。在印度，TOD连

接了孟买各人口密集中心，缓解职住不

平衡[27]。在巴西里约热内卢，TOD加强

了交通走廊的居住和就业中心建设[28]。
TOD的政策与实践涉及多元利益主

体和多层次规划，政府实施意愿和规划

开发统筹能力是影响实践的重要因素。

例如：确立规划愿景对TOD发展具有指

导作用[29]；建立各利益主体、各部门的

领导机构与协调机制能保障可实施性[30]；
法律法规和导则为TOD综合开发提供制

度保障[31]；规划设计标准的弹性调整提

高 TOD可行性[32]；政策一致性有益于

TOD的长期实施[33]。随着我国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地方政府不断利用轨道交通

建设出台了一系列TOD政策并推动实践

创新。因此，剖析地方政府促进TOD的

政策工具及其实践机制，有利于理解中

国城市TOD地方化的实践机制与成效。

2 研究思路与设计

2.1 研究思路

收集并进一步遴选中国主要城市出

台的 TOD政策文件，以揭示中国城市

TOD的地方化政策工具与实践。首先，

选择与轨道交通相关的综合政策，共计

173份，并按照文本类型与文件署名进行

分类，其中，文件类型分为条例、法规、

规划、办法、意见等，署名单位分为地

方政府的办公厅、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

门。然后，进一步通读文件全文，剔除

与 TOD关联性不大的文件，最终得到

135份有效政策文件用于分析。

这些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具有一定典

型性，能较充分地反映TOD地方化政策

与实践特征。首先，这 135份政策文件

涵盖了TOD综合开发规划与协调、土地

供应与利用、综合开发设计与指标控制、

投融资模式改革等多个重要方面；其次，

截至2022年，共有55个城市开通多种制

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剔除仅开通有

轨电车的10个城市，遴选的政策覆盖的

城市范围达 77.8%；再次，用于文本分

析的政策体系也考虑了不同城市TOD政

策与实践的演进。以东莞市为例，2011
年颁布的《东莞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

地专项储备与联合开发办法》《东莞市轨

道交通建设投融资管理办法》等政策对

TOD开发范围内土地储备和轨道建设投

融资机制做出了相应说明；2018年出台

的《东莞市轨道交通站场周边土地综合

开发及站场综合体建设实施细则》，建立

了TOD开发工作的决策机构——市轨道

交通建设及TOD开发领导小组，并提出

了土地储备与供应、TOD空间开发和投

融资机制的管理要求；2020年出台的

《东莞市轨道交通TOD地区土地与空间复

合利用管理规定》，形成了TOD范围内空

间复合利用、交通配套及衔接、公共空

间与服务设施的导则。

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及分析方法，借

助Nvivo软件对政策条款进行词频分析和

编码处理。编码是指将政策条款转换成

数字，以便对政策进行统计分类等定量

化处理。政策文本分析的编码方式采用

“政策序列—章节序列—条款序列”的节

点编码（表 1），编码基本单元为政策文

本的具体条款，如1—5—3代表第一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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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第五条的第三条款要点，依次对编码

结果进行政策工具和TOD具体开发环节

的归类。

2.2 研究设计

以政策工具构建二维或三维分析框

架是政策分析的常用思路[34]。根据政策

文本内容，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工具与

TOD综合开发的二维分析框架（图 1）。

结合 TOD政策特征及其实施过程，将

TOD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

求型[11]，能在较大程度上适用于 TOD政

策的内涵及其分类。其中：供给型工具

指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等方式

来扩大TOD相关要素供给，表现为TOD
政策推动力；环境型工具指通过财政金

融、法规管制等政策为TOD提供有利的

实施环境，表现为TOD政策影响力；需

求性工具指政府通过采购与（去）管制

等方式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制定特色化

的TOD综合开发政策，表现为TOD政策

差异性。在政策工具具体名称上，聚焦

TOD地方化的政策与实践过程，结合已

有文献的划分方式[35-36]，选择 11个政策

工具作为X维度的分析单元，见表2。
此外，结合TOD开发涉及的主要环

节，将政策对象划分为TOD综合开发的

规划与协调机制、土地供应与利用、设

计与指标控制、投融资模式机制作为Y
维度的分析单元。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两

步：首先，量化政策条款及词频统计，

探讨TOD政策的时序特点，分析不同政

策工具在TOD开发各环节中的数量特征，

侧重全国层面的“整体分析”。其次，结

合TOD实践典型案例，从各地政策条款

内涵和具体内容入手，分析我国TOD实

践过程中的地方化政策和实践特色，侧

重地方层面的“个案分析”。通过“整

体—个案”相结合的分析方式，综合剖

析我国TOD政策特征与实践特点。

3 中国城市TOD综合开发的政策

工具

3.1 TOD综合开发政策时序分析

TOD在协调城市功能、完善用地布

局、引导城市发展和更新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通过收集并筛选 2004—2022年
35个城市出台的 135份推动轨道站点及

沿线土地开发利用的政策，较为系统地

分析TOD综合开发政策的阶段特点。综

合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根据政策文件

数量以及TOD政策的词频统计，可以划

分为培育发展期、快速发展期、稳步发

展期三个阶段 （图 2）。①培育发展期

（2004—2010年）：该阶段划分的依据是

每一年的政策数量都小于5，后续年份的

政策数量并不具备该特征。词频分析图

显示，该阶段“建设”、“规划”和“运

营”等关键词权重靠前，政策工具以环

境型和供给型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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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方政府TOD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Fig.1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local TOD policies

政策编号

1

135

政策名称

南京市轨道交通发

展专项基金管理办

法

嘉兴市轨道交通站

点及车辆基地综合

开发的暂行意见

内容分析单元

第二条 轨道基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并作为市政府对地铁的项目
资金投入

第五条 轨道基金的来源构成
（三）市土地储备中心运作划拨地铁土地所取得的净收益

……

二、（一）加强规划引导。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性作用促进轨道交通
规划和综合开发协同发展。在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阶段，同步
开展站点及车辆基地综合开发规划研究，站点及车辆基地选址原则

上应符合功能要求并有利于综合开发

编码

1—2

1—5—3
……

135—2—1

表1 地方政府TOD开发政策文本内容单元编码表
Tab.1 Text-oriented coding of local TOD policies

表2 地方政府TOD综合开发政策工具及其内涵
Tab.2 Policy tool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local TO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工具类型

供给型

环境型

需求型

工具名称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人才培养

信息支持

目标规划

金融支持

税收优惠

法规管理

服务外包

交易管制

公私合作

工具释义

政府依托行政手段推动TOD落地，如优化行政审批

政府设立轨道交通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保障开发建设

政府综合利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促进专业培养、学科建设人才吸引

政府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建立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民众支持

政府结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制定不同层次的TOD开发规划

政府给予TOD开发过程中金融优惠，如专项债券、专项基金等

政府给予TOD建设开发过程的税费减免等

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规范TOD开发，如出台轨道交通条例

政府将业务外包给其他服务商来完成开发任务

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TOD涉及的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管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1]、[35-36]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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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规划居多，表明该阶段以轨道交通建

设为主，TOD尚未被广泛重视。②快速

发展期（2011—2018年）：这一时期政策

数量较多，共计79份，并且2018年是所

有年份中颁布政策数量最多的。词频分

析图显示这一时期“建设”和“规划”

加权百分比总计 4.28%，“开发”权重占

比 1.20%， 比 第 一 时 期 上 涨 0.56%。

“TOD”权重占比为 0.34%，是 3个时期

之最，原因在于快速城镇化进程推动了

城市地铁建设热潮，地方TOD的重要性

与地方实践的紧迫性逐渐显现。需求型

的政策工具在这一时期下降 6.82%，环

境型政策工具上升 6.59%，充分说明

TOD政策、法规、行动方案等顶层设计

对实践的重要性。③稳步发展期（2019
年至今）：随着 2018年国家出台新一轮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不断提升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门槛，促进轨道交通

TOD向高质量发展转变。TOD相关的政

策文件数量有所减少，该时期共计 48
份，“开发”和“TOD”权重占比分别为

1.37%和0.23%。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持

续下降，环境型工具稳步提升，体现出

TOD仍是政府对站点和区域开发的重要

手段，致力于营造适宜TOD落地的政策

环境。通过 3个时期的对比，发现我国

当前的TOD政策工具以环境型居多、供

给型次之、需求型最少，表明我国的

TOD实践经历了萌芽发展到积极探索的

阶段，前期以基础设施投入和法律法规

完善为主，后期通过多种方式推进TOD
开发以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为主。

由于城市轨道建设与土地开发的差

异，TOD政策也具有空间分异。从政策

的空间层面看，上海、杭州、成都、东

莞等（特）大城市推动TOD开发建设的

政策较为全面。以杭州为例，2009年提

出“轨道+物业”理念，强调TOD对城市

发展的重要性，并明确TOD开发建设的

重点工作。2014年出台《杭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

展的若干意见》，从领导协调体制、管理

模式、资金筹措等方面提出更详细的要

求。2015年和 2018年分别从管理机制、

土地供应等方面完善 TOD配套政策。

2022年出台TOD专项规划，全面细致提

出各等级站点的规划方案和未来愿景。

相比之下，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城

市等级较低的城市的政策数量较少，涉

及范围较窄。从时空间变化的角度上，

可以发现各地政府处于轨道交通建设与

TOD开发的差异阶段，总体呈现出TOD
有关的政策数量不断增加、所涉及的

TOD范围不断扩展的特点。

3.2 地方政府TOD开发政策X—Y维度

分析

在对政策条款进行编码的基础上，

按TOD综合开发涉及的重要环节进行归

类。总体上，这 135份文件兼顾了供给

型、环境型和需求型等 3类工具，内容

涉及 TOD开发 4个维度的政策对象。从

统计节点数量和比例（表3）来看，环境

型工具数量最多（416个节点），供给型

次之（171个节点），需求型最少（24个
节点）。在环境型工具中，目标规划

（116个节点）和法规管理（251个节点）

总计占比 88.22%，具备数量优势。这反

映出地方政府较为强烈的TOD实施意愿。

表3 TOD政策工具类型与数量占比
Tab.3 Types and number of local TOD policy tools

类
型

供
给
型

环
境
型

需
求
型

工具
名称

基础
设施

资金
投入

人才
培养

信息
支持

目标
规划

金融
支持

税收
优惠

法规
管理

服务
外包

交易
管制

公私
合作

2000—2010年
规划与
协调
机制

6▲

3△

1△

1△

6▲

2△

3△

4△

0△

0△

0△

土地供
应与
利用

1△

0△

0△

0△

2△

0△

0△

5▲

0△

0△

1△

设计与
指标
控制

1△

0△

0△

0△

4△

0△

0△

3△

0△

0△

0△

投融资
模式
机制

5▲

7▲

0△

0△

3△

5▲

7▲

1△

0△

3△

4△

2011—2018年
规划与
协调
机制

54★

1△

0△

1△

19□

0△

0△

5▲

0△

0△

0△

土地供
应与
利用

12□

2△

0△

0△

18□

0△

0△

46■

0△

0△

0△

设计与
指标
控制

10□

3△

8▲

5▲

37■

0△

0△

41■

0△

0△

0△

投融资
模式
机制

16□

6▲

3△

1△

11□

17□

8▲

41■

1△

0△

12□

2019年至今

规划与
协调
机制

11□

0△

0△

1△

11□

0△

0△

13□

0△

0△

0△

土地供
应与
利用

1△

0△

0△

0△

0△

0△

0△

0△

0△

0△

0△

设计与
指标
控制

0△

0△

2△

0△

4△

0△

4△

82★

0△

0△

0△

投融资
模式
机制

4△

5▲

0△

0△

1△

2△

1△

10□

0△

0△

3△

备注：①△：政策工具数量＜5次；②▲：5次≤政策工具数量＜10次；③□：10次≤政策工具数量＜20次；④■：

20次≤政策工具数量＜50次；⑤★：政策工具数量≥50次。

（a）词频分析图（2000—2010年） （b）词频分析图（2011—2018年） （c）词频分析图（2019—2022年）

图2 三个阶段地方政府TOD政策主题词云
Fig.2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local TOD policies in different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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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型工具中，基础设施 （121个节

点）和资金投入（27个节点）备受关注，

共计占比 86.55%，而人才投入和信息支

持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TOD
开发建设仍处于积极探索的阶段，以基

础设施投入为主，并且对土地储备供应

和投融资创新方式的重视不断提升。在

需求型工具中，使用最频繁的是公私合

作（20个节点），占比 83.33%。实践层

面表现为政府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

投资等方式，而交易管制和服务外包涉

及较少。

从开发环节维度来看，选取的政策

文本包括完整的TOD开发阶段。据统计，

开发规划与协调机制在培育发展期和快

速发展期的数量较多，共计 62个节点，

在稳步发展期较少，反映出地方政府逐

步摸索出具有地方性的领导协调机制。

土地开发利用在快速发展期和稳步发展

期的数量和占比都较为突出，共计88个
节点，表明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逐步

调整土地利用的相关政策，为TOD开发

提供更多的土地政策支持。开发设计与

指标控制也呈现类似特征，数量稳步提

升，推动TOD高质量发展。投融资模式

改革与演进在 3类政策工具中均有所涉

及，尤其在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法规

管理、服务设施等工具较为全面。

4 中国城市TOD综合开发的地方

化实践机制

4.1 规划与协调机制

2004—2010年以来，伴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迎来地铁建设的

热潮，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积极探索

TOD与土地开发、房地产市场相结合，

通过轨道交通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健康扩

展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不断促进轨道

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中的骨干作

用[37]。这一时期，其他大城市如杭州、

青岛、苏州等积极谋划TOD综合开发的

前期探索工作。随着交通强国和公交优

先战略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轨道交通成为包容性增长和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支撑[38-39]。此外，轨道交通以其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城市空间

结构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同层级

规划的侧重点和深度均不同，TOD理念

逐步渗入多层级规划体系中[40-41]，这一

点在政策工具中表现为目标规划具有数

量优势。在宏观层面，强调轨道交通规

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相协调，与区域、城市功能相衔接，杭

州、上海、广州等城市将TOD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蓝图。在中观层面，结合城市

密度分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一步

确定站点功能定位和指标调整。在微观

层面，以具体线路规划和详细的地块设

计方案来指导。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开发过程涉及

多方利益主体，建立高效联动的领导统

筹机制能协调各方主体，政策工具体现

为政府为促进TOD开发在供给型政策工

具方面发力。当前各地以“领导小组+办
公室”为主要统筹形式，小组成员包括

市主要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区政

府，杭州、广州、南通、南京、郑州、

宁波、成都等城市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集团纳入领导小组，统筹土地开发、规

划和审批等流程。同时建立例会或工作

专班机制，商讨、协调TOD综合开发事

务。此外，提高相关项目审批效率、优

化审批流程手续促进TOD开发，如济南

提出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审批证件可分段

分层发放（编码 78—3）。郑州为轨道交

通项目审批开辟“绿色通道”，根据项目

工程时间点，限时完成审批工作（编码

87—4—11）。该实践特点体现了政府重

视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为TOD开发

营造便利的政务环境。

4.2 土地供应与利用

4.2.1 土地储备与供应方式

土地储备作为TOD综合开发的必要

环节，是实现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动

综合开发的关键要素。通过政策梳理发

现，各地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储备呈现以

下两种机制（图 3）：①市级统筹，区级

负责具体的收储工作。以东莞市为例，

市TOD轨道办协同线路属地镇街、市划

定储备范围后，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轨

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编制收储计划、收储

补偿协商、出入库等工作，再由各园、

各镇（街）负责涉及本辖区内轨道交通

站点周边土地专项收储的具体工作。该

种储备机制中，轨道交通建设单位不承

担主要工作，而是配合其他部门进行土

地权属调查、征地拆迁等工作，杭州、

上海也属这种方式。②土地定向储备机

制，在确定储备范围后，市土地储备中

心将收储权授予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建

设单位承担轨道建设和土地储备工作，

移交土地交易中心完成地块交易，交易

（a）东莞市轨道交通站点土地收储机制 （b）武汉市轨道交通站点土地收储机制

图3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土地储备机制
Fig.3 Mechanism of land reservation for rail transit station areas

资料来源：图 （b） 为根据参考文献[42]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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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土地出让金返还轨道交通建设公

司，南京、武汉、广州、青岛均采纳此

种储备模式[42]。
TOD实践需要适应土地利用制度的

创新。结合我国土地出让制度，各地在

实践中进行了益于TOD开发的用地探索，

呈现保障建设主体拿地的政策演进趋势

（表4）。初步探索多以协议出让和“附带

条件招拍挂”的出让方式，用地范围多

为车辆段上盖、工程预留用地和不具备

单独规划建设条件的用地。该种方式通

过协议或设置前置条件保障轨道交通建

设主体获得待开发土地的使用权。地铁

公司可下设具备开发资质的房产公司自

主开发，或以合股等方式与其他开发商

联合开发，如上海明确提出鼓励联合开

发，南京则鼓励地铁公司自主开发或持

有部分物业。但上述方式存在程序冗杂、

监管难度大、地铁公司资金薄弱、不具

备开发经验等问题。深圳、贵阳、南宁、

兰州等城市开始探索土地作价出资，即

政府将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按地铁开

通前市场价作价或入股地铁集团由其进

行开发，政府享有股东收益。深圳作为

较早实践的城市，分别于2012、2013年
相继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深圳市土地管

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深圳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暂行办法》支

持土地作价出资落地，并在第三期地铁

建设运营中实践，为其他城市实践提供

样板。该种方式既保障地铁集团获得

TOD范围内土地的开发使用权，也可使

土地开发反哺轨道交通建设。

4.2.2 立体开发，混合利用

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是节地战

略下集约用地的可行途径之一，也是

TOD综合开发战略下的重要之举。传统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平面的，2007年发

布实施的《物权法》提出建设用地使用

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地下分别

设立。结合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趋势，

一大批城市开始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分

层开发路径。深圳2008年在前海湾车辆

段实现0 m以下为划拨供地、地上0—15 m
为协议出让，15 m以上挂牌出让，为其

他城市的立体开发提供经验。成都与深

圳相似，分层开发的轨道交通场站综合

开发用地采取整体出让。杭州在出让时

序上有所不同。2018年出台的《杭州市

城市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土

地供应实施办法》明确场站地下地上空

间的出让对象统一，但地表建设用地先

以划拨方式获得后，再通过申报以协议

出让获得综合开发的地上地下空间使

用权。

有规划地推进用地类型混合化、精

细化可以实现节约用地，增加城市发展

多样性，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43]。其中，

混合用地也逐渐成为 TOD开发的趋势。

例如，2020年出台的《东莞市轨道交通

TOD地区土地与空间混合利用管理规定》

不断促进 TOD地区土地使用功能混合，

增强土地与空间复合利用，是在《东莞

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基础上对用

地兼容、混合用地和容积率等进行补充

和延伸。通过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

强化法规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

TOD地方化实践在土地储备、供应与利

用等方面形成了一定创新。

4.3 设计与指标控制

4.3.1 站点分类分圈层

我国大多数城市以单中心密集发展

为主，用地功能混杂，如何融合TOD与

周边土地利用，提升整体活力是难点之

一[41]。在实践过程中，给予特定设计、

放宽指标控制有利于释放TOD潜力，因

此政府多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搭建适度

宽松弹性的制度氛围。基于功能的TOD
站点分类分圈层可实现差异化开发，但

分类标准有所不同。杭州考量换乘条件、

客流量以及所覆盖区域内的居住和就业

人口总量分为特级、I级和 II级。特级具

备多轨换乘条件，车站客流量高于10万
人次/日，用地功能高度混合，核心区半

径可达1000 m以上，居住和就业人口总

量不少于20万人，具备丰富的城市功能

和立体交通场景。成都和重庆主要考虑

站点对周边产业和城市功能的支撑作用。

广州依据开发条件分为车辆基地综合开

发（A类）、具备较好开发条件（B类）、

具备局部开发条件（C类）和不具备开发

条件（D类）。圈层划分是站点分类基础

上的进一步差异化设计，划分标准分为

两类：第一类根据站点类型划分，如杭

州、成都、合肥、南通均属此类。杭州

特级核心区、辐射影响区范围为1000—

1500 m，I级圈层范围是 800 —1000 m，
II级圈层范围为500—1000 m。第二类与

站点等级不直接关联，综合考虑步行距

离、地形特征等划分，范围在 500—800
m不等，如苏州、合肥、南通和郑州一

般站点开发范围为500 m，换乘站点开发

范围为800 m。重庆以山地为主，因此其

开发范围定为600 m。

城市

上海

南京

杭州

合肥

成都

西安

南京

南通、佛山、

青岛、郑州、

宁波

出让范围

车辆基地上盖

轨道交通场站

轨道交通场站核心区内不具备单独规划建设条件

的用地

车辆段综合开发项目

不具备单独规划建设条件的经营性地下土地

轨道工程预留用地

后期综合开发工程用地

不具备单独规划建设条件的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

发用地

车辆基地上盖

不具备单独规划建设条件的经营性地下空间

不具备单独规划建设条件的经营性地上空间

具备条件的规划区内土地

属经营性项目用地（包括采用分层供应方式进行

供地的地下空间、地面空间等）

出让方式

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若引入社会资本，则需“招拍挂”

协议出让

带条件“招拍挂”①

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

带条件“招拍挂”②

带条件“招拍挂”③

拍卖、挂牌

协议出让

带条件“招拍挂”④

“招拍挂”

“招拍挂”

表4 部分城市土地出让方式总结
Tab.4 Summary of regula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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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详细规划指标调整

城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依赖于

多层级政策支持与规划协同。各级各类

政策为TOD开发提供纲领与方针，专项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开发导则将政

策内涵具象化、落实化。因此，在梳理

政策要点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能更好

揭示TOD地方化实践特点。①容积率调

整。适当提高站点周边容积率有利于发

挥TOD对国土空间的引领。第一种方式

是调整TOD区域内的容积率上限（图4）
和给定修正系数（表 5）。该方式较传统

的容积率上下限规定较为灵活，能激发

开发商积极性和城市活力[44]。例如，杭

州根据站点类型及距离分为三种强度的

开发区，分别界定容积率最大值。修正

系数具有以下特点：高等级站点系数大

于一般站点，如成都；核心区范围修正

系数大于辐射区，如东莞；多线车站修

正系数大于单线站点，如深圳。第二种

方式是容积率转移（图 5），指将受规划

控制而不能实现的开发权限有偿转让给

其他允许建设的地块，在存量开发时具

有平衡土地开发和空间高效利用博弈的

作用[45-46]。TOD范围内的容积率转移主

要是优化公共绿地和开放空间，如成都

和上海。但容积率转移在实践过程中缺

乏制度保障和规程，进展缓慢[47]。②其

他指标控制。除了容积率，停车配建标

准也是影响TOD成效的关键要素。例如，

郑州、东莞分别在地铁上盖项目和TOD
范围内降低 20%的停车配建标准，引导

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转变。合理高效

的站点接驳系统可提高行人舒适度和公

交使用率[48]，如成都构建“地面+地上”

慢行接驳系统，分站点等级规定路网密

度和公交接驳要求[49]。

4.3 投融资模式机制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准公共产品，具

有投资数目大、回报期长等特点，依靠

客运收入难以平衡建设运营，而依赖财

政补贴具有一定的财政压力和债务风

险[50]。我国建设较早的地铁线路建设资

金依赖政府财政预算，如深圳第一期地

铁建设资金 70%来自市政府直接投资，

其余 30%来源于银行贷款。随着轨道交

通规模扩大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挤占效

城市

杭州

成都

东莞

深圳

武汉

石家庄

重庆

站点分类

特级

I级
II级

城市级和片区级

组团级

一般级

枢纽型、市域级、镇区级、
社区型、特殊型

综合枢纽站、交通接驳
站、片区中心站和一般站

枢纽站、一般站

枢纽站、一般站

城市级、片区级站点、规
划单元级、街区级站点

圈层划分

核心区1000 m，辐射区1500 m
核心区800 m，辐射区1000 m

核心区500—1000 m，辐射区800—1000 m
核心区500 m，辐射区800 m
核心区300 m，辐射区800 m
核心区300 m，辐射区500 m

由近及远划分为核心区、控制区和协调区；
控制区为500 m；协调区、核心区根据实际

划定

—

—

核心控制区：200 m
核心范围区：500 m

综合开发辐射范围：600 m
综合开发研究范围：800 m

容积率政策

根据站点特征分为高、中、低强度。高强度区内允许容积率大于4.0以上，
中强度区控制在2.5—4.0，低强度区允许小于2.5

城市级站点容积率根据城市设计方案确定
区域级站点100 m内容积率上浮不超过20%
组团级站点100 m内容积率上浮不超过20%

核心区形态分区不大于8.0，一般形态区不大于4.5，特别形态分区不大于2.5
修正系数：

枢纽站核心区为0.7，控制区为0.5
一般站核心区为0.5，控制区为0.3

修正系数：
多线车站0—200 m范围为0.7，200—500 m范围为0.5
单线车站0—200 m范围为0.5，200—500 m范围为0.3

修正系数：
站点外轮廓线200 m，商业、商业服务设施、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枢纽站为1.5，

一般站为1.3
站点外轮廓线400 m居住用地为1.2

修正系数：
枢纽站0—200 m范围为0.2，200—400 m范围为0.15

一般站0—200 m范围为0.15，200—400 m范围内为0.10
修正系数：

单线站点0—300 m范围为0.3，300—600 m范围为0.1
多线站点0—300 m范围为0.5，300—600 m范围为0.2

表5 部分城市站点高密度开发统计
Tab.5 Regulations on high-density development surrounding rail transit stations

��
/(

�P
��
/(
�K

（a）容积率上限提高前 （b）容积率上限提高后

图4 容积率调整示意图
Fig.4 Adjustment of floor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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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容积率转移前 （b）容积率转移后

图5 容积率转移示意图
Fig.5 Transfer of floor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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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铁建设急需开拓资金来源[51]。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吸引社会投资，拓

宽多元化融资渠道成为共识。因此，除

了政府补贴和银行借贷，地方政府积极

探索企业债券、信托基金等新型融资、

BOT（build-operate-transfer）、“轨道+物
业”（rail+property） 模式等解决资金压

力。在投融资模式中，公私合作等需求

型政策工具不断提升，旨在释放市场活

力，吸引社会资本。“轨道+物业”作为

集轨道投资、建设、运营和土地开发于

一体的综合模式，在香港、东京等地区

取得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广州、深

圳等通过“招拍挂”获得的土地出让金

补偿前期资金缺口，开始探索适宜的

“轨道+物业”模式，如地铁与社会资本

组成联合体开发。此外，土地作价出资

成为尝试路径，旨在保障地铁集团深度

参与土地开发，降低融资和市场风险，

提高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效率和地铁公司

盈利能力[52]。总之，我国的地铁建设运

营从政府单一投资转向多元投融资、本

土化“轨道+物业”TOD模式，实现自我

调节功能。

5 结论与讨论

伴随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一体化建

设需求，如何发挥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

利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引领，实现社

会、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成为地方政府

的关注焦点。本文结合政策工具分类法，

梳理地方政府推动TOD综合开发的政策

工具与实践模式，将我国TOD地方化实

践划分为 3个时期——培育发展期、快

速发展期和稳步发展期，结合数量及具

体条款分析发现：①我国TOD政策工具

以环境型居多，供给型次之，需求型最

少。其中，目标规划和法规管理的工具

运用较为频繁，表明我国当前的TOD开

发处于探索阶段，以明确开发思路、构

建统筹机制、完善配套政策为主。供给

型工具中信息支持和人才培养逐步增加，

说明技术和专业人员对可持续TOD开发

的重要性被认可。②在统筹规划与协调

机制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模式，首先将

TOD理念纳入不同层级的规划体系中，

其次成立以政府部门和轨道建设主体为

主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开发过程、协

调利益主体，最后在审批流程给予优先

权以节约时间。③在土地开发利用层面

不断摸索与创新更适合我国的路径，包

括土地定向储备与市区共建的模式、定

向“招拍挂”与作价出资的出让方式、

立体开发与混合利用的导向。④在开发

设计与指标控制方面宗旨是提高站点周

边的开发强度，途径是站点分类分圈层，

适当提高圈层内的容积率。⑤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的理念、“轨道+物业”的开

发模式成为政府缓解资金紧张的途径。

由此可见，强化政府主导，发挥各主体

优势，在土地作价出资、分层确权、混

合利用、容积率调整等方面给予政策创

新，成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探索深化

TOD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鉴于城镇化与土地开发的转型重构，

未来TOD政策与实践需要加强与新形势、

新要求的适应。一方面，在国土空间规

划战略下，加强轨道交通融资、规划、

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与用地开发的协调

适应，推动多环节、多主体参与的轨道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将变得日益重要。

这有利于从财政健康 （fiscal health） 的

角度[53]，构建规范健康的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与TOD综合开发以及合理有效的土

地溢价捕获机制[54-55]，强化地方债务管

理，构建与我国城镇化及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相适应的TOD综合开发格局、过

程与机制。另一方面，深化推动TOD政

策与实践的本土化创新。结合各地现状

与优势，加强TOD的土地供应与规划设

计策略，在土地储备、一二级联动开发、

分层出让、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等方

面，加强政策探索与创新，形成政策示

范与政策扩散机制，更好地实现TOD综

合效应的提升。

注释

① 可带技术能力要求、建筑设计方案、场站

施工方案等条件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

出让。

② 土地竞买人应具备与规划设计方案中确定

的开发功能、规模相匹配的实力、经验和

运营管理能力。

③ 竞买人须具备轨道交通线路运营能力。

④ 附带技术能力、建筑设计、施工要求等土

地出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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